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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数字赋能视角，在制造企业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和实际数字创新水平两个方面，根据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服务化转型的作用。 结果表

明：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显著提升其服务化水平，且投资发达国家带来的作用效果更强；从传导路径来

看，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强企业的数字技术水平，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以及实际数字

创新水平，均发挥了显著的赋能作用；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服务化转型的影响在企业性质、企业所在区

域、企业所属行业方面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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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现代服务业

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我国 ２０１５ 年推出《中国

制造 ２０２５》国家行动纲领，要求以加快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制造业。 ２０２２ 年印发的《“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鼓励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

业结构优化的方式之一，制造企业作为市场的主

体，其服务化转型有利于推动整个制造业服务化

水平的提升。 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人工智能、区
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要素的应用也为制造

企业服务化转型注入了新动力［１］。 基于此，制造

企业应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加快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由生

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２０２０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流量跃居世界第一，占全

球比重连续 ５ 年超过一成。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

ＯＦＤＩ 的影响力持续扩大，然而中国制造业服务化

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２］。 ＯＦＤＩ 作

为制造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能否提升

其服务化水平以及数字技术是否可以产生显著的

赋能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证明。
现有研究中，聂飞［３］ 在国际产能合作视角

下，证实 ＯＦＤＩ 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 李树

祯等［４］ 认为国际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ＦＤＩ）对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有促进作

用。 ＡＲＤＯＬＩＮＯ 等［５］ 分析案例发现数字技术的

运用有利于企业实现服务化转型。 文献［１］通过

实证验证了数字化对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正向影

响。 关于国际投资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学者

们已经进行了一定研究，但整体而言，该领域仍处

于探索阶段。 关于数字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作

用，学者们多运用定性分析或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进行探究。 笔者的创新之处在于：①从企业投资

行为视角分析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丰富了制造业服务化的前因研究；②基于数字赋

能视角，开创性地使用企业数字专利数据，从企业

披露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及实际数字创新水平两方

面考察 ＯＦＤＩ 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的传导路径；
③从制造业产出服务化视角出发，使用企业层面

数据进行分析，提供微观证据。

１　 理论分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依据投资特征



分为资产寻求和资产利用两类［６］：①从资产寻求

角度分析，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是将服务嵌入制

造的新型生产销售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看作

是一项“战略资产”。 ＩＢ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早在上

世纪 ９０ 年代通过向服务型制造商转型，利用技

术、服务、品牌等获取了超额利润。 制造企业进行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学习、模仿东道国企业制造和

服务有机融合的经营模式，注重客户需求分析，提
高服务化转型意识，有利于制造企业实现服务创

新，增加生产销售过程中服务要素比重，提升企业

的服务化水平。 ②从资产利用角度分析，一方面，
竞争者数量是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重要因素［７］，制
造企业提供服务产品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８］。
企业在海外生产经营时，面临的竞争者是当地企

业及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 当地企业在本土市场

具有一定优势。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注重创新服

务，具有品牌效应。 激烈的竞争环境易“倒逼”企
业进行服务创新，提升企业的服务化水平。 另一

方面，顾客特征是企业服务化决策的驱动因

素［９］，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市场规模扩大，消费

者具有多样性。 因此，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

需要通过挖掘消费者偏好、投入服务要素来不断

创新、改进产品，以满足顾客期望。 这在无形中会

提升企业在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投入，直
接反映在企业服务收入的增加和企业服务化水平

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Ｈ１　 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企业的

服务化水平。 制造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表现为

资产寻求与资产利用相交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动因则更倾向于资产利用。
Ｈ２　 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投资发

达国家的服务化水平提升作用效果大于投资发展

中国家。
数字技术是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兴领域，有利

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出效率，形成差异化竞争

优势。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

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投入，降低了时间与空间

的约束力，提高了企业的管理分析能力，推动其向

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比如，智能产品、虚拟试衣、
自助服务等有利于提升消费者体验感，促进制造

企业服务化转型。 制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一方面，可以实现多渠道融资，支持企业进行数字

化转型［１０］；另一方面，数字资产及数字人才是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条件［１１］。 领英发布的《２０２２

全球区块链领域人才报告》显示，印度、加拿大区

块链领域的人才增速分别为 １２２％和 １０６％ ，中国

仅为 １２％ 。 ＯＦＤＩ 可以吸收利用东道国数字技术

资产及专业性人才，提升企业的数字技术水平。
此外，跨国公司的内部组织及销售市场庞大，数字

技术便于跨国企业经营管理，如搭建全球销售平

台、构建国际客户分析系统等，利于企业提升国际

竞争优势［１２］。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　 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增强数字

技术水平提升企业的服务化水平。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数据来源

以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国
泰安数据库及智慧芽数据库。 对数据进行匹配

后，为保证研究样本的有效性，参考已有文献对上

市公司样本的一般处理方式，剔除以下样本：①在

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投资公

司及已退市的投资公司样本；②变量严重缺失、数
值存在异常等不合格样本。 经过上述筛选，并对

相关变量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５ ３３９ 个观测

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示。
２． ２　 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制造企业服务化（ Ｓｅｒ）。 陈丽

娴［１３］以服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作为衡量标准；
余博等［１４］采用其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对

制造企业服务化进行衡量。 结合两篇文献对于服

务收入的测算，根据上市公司年报分行业报告的

主营业务收入手工统计服务收入，以服务收入与

其他业务收入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测度制造企

业服务化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 海外

关联公司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对外投资。 参

考孙传旺等［１５］的方法，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公司数量测量对外直接投资。
中介变量：数字技术。 选取数字化转型（ＤＴ）

和数字创新（ＤＩ）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以期全面衡

量企业的数字技术水平。 数字化转型主要反映企

业披露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或者倾向，数字创新主

要体现企业实际数字创新产出。 为保证传导路径

回归样本与基准回归样本的一致性，数字化转型

（ＤＴ）与数字创新（ＤＩ）数据全部加 １。
数字化转型（ＤＴ）：目前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量化多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参考吴非

１３４第 ４５ 卷　 第 ３ 期 黄艳希，等：制造企业 ＯＦＤＩ 与其服务化转型：数字赋能的作用



表 １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设定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制造企业服务化 Ｓｅｒ （服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收入 ６． ０８７ １０． １７０ 　 ０． ００５ ９３． １１０
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海外关联公司数量 ３． ３９９ ４． ７２７ １． ０００ ９１． ０００

中介变量
数字化转型 ＤＴ 年报披露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 １０． ５００ ２３． ９００ 　 １． ０００ ４５２． ０００
数字创新 ＤＩ 已申请数字专利数量 １１． ３８０ ５７． １９０ １． ０００１ ６７６． ０００

控制变量

企业年限 Ａｇｅ 企业成立年限 １５． ５１０ ５． ７７９ 　 ２． ０００ ５３． ０００
企业规模 ＦＡ 固定资产 １４． ２３０ ３５． ２８０ ０． ００１ ５９０． ９００
经营杠杆 ＯＬ 企业经营杠杆 ０． ０３７ １． ３７７ ０． ０００ ９６． ０７０
托宾 Ｑ 值 ＴｏｂｉｎＱ 市值 ／资产总计 ２． ２５８ ２． ０５１ ０． ０００ ３３． ２３０
股权集中度 ＳＨＦＰ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３４． ２７０ １４． ３４０ ３． ０００ ９３． ０５０

净利润 ＮＰ 企业净利润 ２． ９９０ １２． ３８０ － ７８． ９８０ ２７５． １００
行业集中度 ＣＲ 行业内前 ８ 家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占全行业比重 ０． ５９６ ０． １８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等［１６］的方法，在上市公司年报中搜索人工智能、
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数字技术运用相关词汇，
剔除关键词前存在“无”“不”等否定词语的表述，
以数字化相关词汇频数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

度。 分析数据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

中，数字化转型企业占比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２． ７６％增加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７９． ４９％，总体呈迅速上升趋势。
数字创新（ＤＩ）：张米尔等［１７］使用数字信息传

输领域的相关专利衡量数字创新。 根据《“十四

五”规划纲要》，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持续向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方向发展。 因此，
使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专利数量可更全面地衡

量企业数字创新水平。 基于此，使用智慧芽数据

库，逐个匹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分类号下已申

请的专利与样本企业，得到样本企业的数字专利

数量，即数字创新水平。 分析数据发现，进行对外

直接投资的制造企业中，数字创新企业占比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０． ４６％ 增加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２． ５９％ ，总
体呈稳定上升趋势，但低于数字化转型。 可能的

原因是：①企业年报中披露的一部分数字化转型

“描述”只代表了关注而非实际实施，存在一定的

高估；②一些企业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但并非依靠

自主创新；③企业在专利申请过程中的策略性自

我保护。 其余变量及其设定见表 １。
２． ３　 模型设定

为探究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服务化转

型的作用，可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ＯＬＳ）方法

进行回归。 但为了吸收个体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笔者采用面板数据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实证检验。 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准确，使用聚类稳

健标准误程序，构建以下模型：
Ｓｅｒｉ，ｔ ＝ β０ ＋ β１ＯＦＤＩｉ，ｔ ＋ 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λｉ ＋ λｔ ＋ εｉ，ｔ

（１）

　 　 式中：Ｓｅｒｉ，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服务化水平；
ＯＦＤＩｉ，ｔ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海外公司数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为控制变量集，包括企业年限、企业规模、经营杠

杆、托宾 Ｑ 值、股权集中度、净利润、行业集中度；
β１、δ 为回归系数；β０ 为常数项；λ ｉ 为企业个体固

定效应；λ 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机理分析表明，制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可能会通过增强数字技术水平提升企业服务化水

平。 根据江艇［１８］对中介效应分析的操作建议，构
建以下模型：
Ｉｎｔｅｒｉ，ｔ ＝ α０ ＋ α１ＯＦＤＩｉ，ｔ ＋ ζ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 λｉ ＋ λｔ ＋ εｉ，ｔ

（２）
　 　 式中：Ｉｎｔｅｒｉ，ｔ为中介变量；α１、ζ 为回归系数；
α０ 为常数项。

３　 实证分析

３． １　 基准回归结果

ＯＦＤＩ 对制造企业服务化影响的估计结果如

表 ２ 所示。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显示其 Ｐ 值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即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的原假

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列（３）显示 ＯＦＤＩ 对
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列（６）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且固定年份效

应之后，ＯＦＤＩ 对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依然

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ＯＦＤＩ 每增加一个单

位，企业服务化水平将提高 ０． ６０４ 个单位，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３． ２　 稳健性检验

笔者使用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调整样本范围

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于制造企业服务化的

量化，采用非生产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值进行替

换；考虑到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影响力扩大，以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疫情冲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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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ＯＬＳ ＲＥ ＦＥ ＯＬＳ ＲＥ ＦＥ

ＯＦＤＩ ０． ９２１∗∗∗

（１６． ４７）
０． ８２３∗∗∗

（７． ９９）
０． ７７５∗∗∗

（７． ０３）
０． ９０２∗∗∗

（１５． ２５）
０． ７１０∗∗∗

（６． ９７）
０． ６０４∗∗∗

（５． ３６）

Ａｇｅ － ０． ０５０∗∗

（ － ２． ２１）
－ ０． ０３７

（ － ０． ９８）
０． ３９４∗∗∗

（３． ３９）

ＦＡ － ０． ００７∗

（ － １． ８２）
－ ０． ００３

（ － ０． ４２）
－ ０． ００５

（ － ０． ５９）

ＯＬ － ０． ０２３∗∗∗

（ － ３． ６８）
０． ００５
（０． ９１）

０． ０１０∗

（１． ８６）

Ｔｏｂｉｎ Ｑ － ０． ２５１∗∗∗

（ － ４． ６４）
－ ０． ２５９∗∗∗

（ － ４． ２２）
－ ０． ２２８∗∗∗

（ － ２． ６６）

ＳＨＦＰ － ０． ０３４∗∗∗

（ － ４． ４１）
－ ０． ０５６∗∗∗

（ － ３． １０）
－ ０． ０８０∗

（ － １． ７３）

ＮＰ ０． ０２７∗

（１． ８８）
－ ０． ００３

（ － ０． １０）
－ ０． ０４４

（ － １． ２８）

ＣＲ － １． ５８７∗∗

（ － ２． ４３）
－ １． ９６２∗∗∗

（ － ２． ８４）
－ ２． ２６０∗∗∗

（ － ２． ６５）
年份效应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常数值
２． ９５６∗∗∗

（１６． １７）
２． ９４５∗∗∗

（９． ０２）
３． ４５１∗∗∗

（９． ２１）
４． ７９３∗∗∗

（６． ５８）
５． ０６８∗∗∗

（４． ６５）
２． ２６２
（０． ７６）

样本量 ５ ３３９ ５ ３３９ ５ ３３９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Ｒ２ ０． １８３ ０． １４６ ０． ２１６ ０． ２１６

　 　 注：括号内的值为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截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的子

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列（１） ～ 列

（３）分别为替换变量、调整样本范围、两者同时改

变的回归结果，稳健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检验。

表 ３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ＯＦＤＩ ０． ００２∗∗

（２． ０１）
０． ５７８∗∗∗

（４． ４３）
０． ００２∗

（１． ８３）
０． ９５４∗∗∗

（９． ８１）

Ｌ． ＯＦＤＩ １． ０５４∗∗∗

（４１． ８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值
０． ４１４∗∗∗

（１１． ９３）
０． ３２０
（０． ０９）

０． ３２５∗∗∗

（６． ８８）
０． ３０３
（１． ２６）

５． ３６６∗∗∗

（４． ５２）
样本量 ４ ３９５ ２ ９０７ ２ ６１６ ３ ８０３ ３ ８０３

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２０５ ０． ０３３ ０． ２０８

３． ３　 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 ＯＦＤＩ 和制造企业服务化水平可能出

现双向因果关系，比如当制造企业的服务化水平

较高时，生产能力和企业绩效提升有利于扩大

ＯＦＤＩ 规模。 笔者选取 ＯＦＤＩ 滞后一期作为工具

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 表

３ 列（４）与列（５）为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ＯＦＤＩ 对

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４　 路径检验及异质性分析

４． １　 数字技术传导路径检验

４． １． １　 数字化转型传导路径检验

数字化转型传导路径检验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列（１）表明ＯＦＤＩ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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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数字化转型传导路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ＤＴ 底层技术层面 实践应用层面

ＯＦＤＩ ０． ３８２∗

（１． ６６）
０． ２６０∗

（１． ７１）
０． ０６３
（１． 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值
－ ９． ０３６

（ － １． ３０）
－ ５． ２６４∗

（ － １． ６５）
－ １． ４４６

（ － ０． ３５）
样本量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Ｒ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３５ ０． ０５３

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就数字化转型来看，
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文献［１６］认为，数字技术可

以分为“底层技术层面”和“实践应用层面”。 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属于“底层技术

层面”，这一层面企业侧重数字技术的投入使用。
数字技术运用属于“实践应用层面”，企业将数字

技术与生产运营结合，实现高效率运作与高质量

产出。 笔者区分两种层面，进一步进行数字化转

型路径检验，由列（２）与列（３）可以看出，只有

“底层技术层面”通过路径检验，说明现阶段制

造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提升了企业底层

数字技术的嵌入，但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还

不够充分。
４． １． ２　 数字创新传导路径检验

数字创新传导路径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列
（１）表明 ＯＦＤＩ 对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假设 Ｈ３ 得到验证。 列

（２） ～列（５）分别为数字创新中下一代信息网络

产业、电子核心产业、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

务、人工智能的路径检验结果（智慧芽数据库中

暂时没有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服务相关专利

数据）。 可以看到，ＯＦＤＩ 对人工智能的作用效果

最强；电子核心产业的作用效果最弱。 可能的原

因是，人工智能易学习模仿，与产品服务息息相

关，制造企业倾向于投入智能要素提高竞争优势。
然而，信息技术产业或电子核心产业的创新难度

较大，ＯＦＤＩ 对其影响效果相对较弱。

表 ５　 数字创新传导路径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Ｔ 下一代信息网络 电子核心产业 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 人工智能

ＯＦＤＩ ２． ０６０∗∗

（１． ９８）
０． ３０９∗∗

（２． ０４）
０． １１７∗∗

（２． ２４）
０． ３０８∗

（１． ８９）
１． ３６５∗

（１． 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值
－ ０． ５５４

（ － ０． ０７）
０． １５４
（０． ０７）

－ ０． ７５０
（ － ０． ２６）

２． ８１５
（１． ４６）

０． ９２０
（０． ３０）

样本量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４ ８９０
Ｒ２ ０． ２０７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１ ０． １６９ ０． ２２３

４． ２　 异质性分析

４． ２． １　 基于投资目的地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投资国家（地区）发展水平有差异，制造

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可

能不同。 笔者将样本划分为 ３ 类进行检验，结果

如表 ６ 所示。 由表 ６ 可知，无论哪种目的地组合

的 ＯＦＤＩ 均会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的服务化水平，
但是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作用效果大于发展中国

家，假设 Ｈ２ 得到验证。 此外，同时投资两类国家

的作用效果最弱，可能的原因是：同时投资不同类

型的国家，会增加企业管理的难度，影响企业转型

的效率及程度。
４． ２． ２　 基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 １）细分行业特征异质性。将制造业分为劳

表 ６　 异质性分析一

变量
只投资发
达国家

只投资发展
中国家

同时投资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

ＯＦＤＩ ０． ９２４∗

（１． ９５）
０． ７６３∗∗∗

（２． ９５）
０． ５６６∗∗∗

（４． ６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常数值
６． ７８１∗

（１． ９６）
－ ２． ８４６

（ － ０． ６０）
２． １５４
（０． ３９）

样本量 ８２１ ２ １６３ １ ９０６
Ｒ２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８ ０． ２３９

动、资本、技术密集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可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检验，劳动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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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资本、技术密

集型企业倾向于学习、获取新技术新资源，有利于

企业进行服务创新。 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的

产品更基础，服务创新可能性较小。
（２）企业所有权异质性。 按照企业所有权分

类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７，可以看出私营和外资企

业通过检验，但是国有企业的检验结果不显著。
可能是因为私营和外资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

竞争环境，更注重消费者体验，期望提高经营绩

效。 然而国有企业处于相对平和的竞争环境中，
改革意识较弱。

（３）区域发展程度异质性。 将企业所属地区

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类进行检验，结果见表 ７，可
知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均显著为正，且
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强。 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

区资源获取和对外交流能力都更高，为企业服务

化转型提供了相应条件。

表 ７　 异质性分析二

变量
企业所属行业

劳动 资本 技术

企业所有权性质

国有 私营 外资

企业所在区域

东部 中西部

ＯＦＤＩ ０． ２６６
（１． ２４）

０． ５０７∗∗∗

（３． ６９）
０． ６６９∗∗∗

（４． ４４）
０． ７９７
（１． ４６）

０． ６６７∗∗∗

（４． ９０）
０． ４２２∗∗

（２． ５１）
０． ６２６∗∗∗

（５． ２１）
０． ２９４∗

（１． ７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值
－ ５． ３０３

（ － ０． ８５）
４． ０２８
（１． ０９）

３． ６２０
（０． ８７）

－ １． ６９９
（ － ０． ０９）

３． ００２
（１． ２５）

１． ０３４
（０． １３）

１． １０４
（０． ３４）

９． １５１∗∗

（２． ０３）
样本量 ４６３ １ １９５ ３ ２３２ ３８３ ３ ６５１ ８５６ ４ １９０ ７００

Ｒ２ ０． １４７ ０． ２４９ ０． ２２５ ０． １３１ ０． ２４２ ０． ２６５ ０． ２２４ ０． ２０６

５　 结论与启示

５． １　 结论

通过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国 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

司数据，检验了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服务

化水平提升的作用及其路径，研究发现：
（１）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制造企业的服务化

水平，制造企业在国外进行生产经营，有利于其服

务化转型，且投资发达国家对其服务化转型的作

用效果大于投资发展中国家，既投资发达国家又

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效果最弱。
（２）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强企业的数字技术水

平，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不论是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还是实际数字创新水平，都发挥

了显著的赋能作用，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

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
（３）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要素投入较

高，作用效果较强，劳动密集型行业不显著；私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均可以实现服

务化水平的提升，国有企业该作用过程不显著；东
部地区的制造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服务

化转型的影响效果更强。
５． ２　 启示

笔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企业数字化、服

务化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不仅为企业对外投

资提供策略参考，也为政府引导企业走出去提供

一定的政策启示：
（１）以顾客需求为主导，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企业应该明确发展路

线，制定清晰的投资规划，在国外生产经营的过程

中，培养竞争意识，提升学习能力。 积极融入服务

要素，加大服务创新，提高产出质量，实现服务化

转型。 重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提
升数字创新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

（２）企业应该合理选择投资区位。 对外直接

投资区位对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不
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均可提升

企业的服务化水平，但是同时投资两类国家的作

用效果反而相对较低。 因此，企业应该综合考虑

自身实力、管理能力、投资目的进行投资区位布

局，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提高服务化转型效率。
（３）政府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出去”战

略，引导企业制定理性投资决策，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企

业权益；继续印发服务化、数字化、知识产权等政

策，培养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意识，鼓励企业进行

数字创新活动，为提升服务化水平提供技术基础，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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